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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水利系统入选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距今距今50005000年的水年的水利系统什么样利系统什么样？？
本报记者 李佳霖

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中的公众参与
齐晓瑾 张 弓

北京市第五批地下文物埋藏区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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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三门峡“函关夹辅”亟待保护

大量玉礼器出土、大型建筑基址被

发现、良渚古城被发掘……自发现 80 多

年来，浙江杭州良渚遗址不断有惊人发

现。日前，良渚古城外围距今 4700 年至

5100 年的水利系统的发掘，再一次震惊

了考古界，这项考古发掘也毫无意外地

入选了近日评出的 2015 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

“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

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坝系统，

证实良渚古城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

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已

知的距今 5000 年左右的功能系统保存

最完整的都城之一。”浙江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研究员、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

工程的调查与发掘领队王宁远表示。

属于良渚时期
由11条长堤和短坝组成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对于良渚遗址

水利系统的研究就已进入了考古视野。

从 1987 年开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就注意到塘山遗址土垣，认为其有

可能是防备天目山洪水泛滥的防洪堤。

2009 年，良渚遗址附近岗公岭的一

个工地出现大量青膏泥，被考古人员确

认为古代水坝类遗存。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1 月，浙江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范围内的老虎

岭、鲤鱼山、狮子山等水坝进行了正式

发掘，并联合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对坝

体和库区进行了勘探调查。

王 宁 远 介 绍 ，勘 探 发 掘 的 结 果 显

示，良渚古城外围水利 工 程 共 由 11 条

堤坝组成，是良渚古城建设之初，统一

规划设计的古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

些堤坝根据形态和位置不同，可分为

沿 山 前 分 布 的 长 堤 和 连 接 两 山 的 短

坝，短坝又分为建于山谷谷口的高坝

和连接平原孤丘的低坝。长堤为塘山

长 堤 ，全 长 约 5 公 里 ，呈 东 北 西 南 走

向，是水利系统中最大的单体。高坝

包括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秋坞、石

坞 、蜜 蜂 弄 6 条 坝 体 ，坝 体 长 50 米 至

200 米 、厚 近 100 米 。 低 坝 包 括 梧 桐

弄、官山、鲤鱼山、狮子山 4 条坝体，坝

长 35 米至 360 米、厚 10 米左右。这样

体量巨大的工程，由大约 5000 年前的

先民建造，确实让人吃惊。

“我们把 7 条坝体的样本送至北京

大学年代学实验室进行 C14 测定，得出

的 12 个测年数据显示，时间都在距今

4700 年至 5100 年之间，属于良渚文化早

中期。”王宁远表示。

运用草裹泥工艺
具有防洪和运输等功能

大约 5000 年前的水坝是如何建成

的？王宁远介绍，因为长堤、高坝、低坝

用途不同，结构与营建工艺也有差别。

塘山长堤采用底部铺筑块石，其上

堆筑黄土的形式筑成，与良渚古城的城

墙堆筑工艺类同。低坝狮子山坝体由

黄土、黄斑土、青胶泥、青粉土、黄粉土

等多种土分段、分层堆筑。高坝老虎岭

则先在谷底地面上铺筑青膏泥混杂草

裹淤泥，再在其上堆筑青粉土，然后在

受力较大的迎水面附近堆筑草裹黄土、

内部间杂使用黄色散土的斜坡。斜坡

上覆盖黄褐散土为护坡。另一条发掘

的低坝鲤鱼山坝体还采取了挖槽堆填

青淤泥和草裹淤泥的方式。

所谓的“草裹泥工艺”，就是把泥土

用芦荻茅草包裹形成长圆形的泥包，再

将泥包横竖堆砌而成。“它与现代营建

堤坝使用草袋装土类似，可使坝体增加

抗拉强度，不易崩塌。在该水利系统坝

体的建筑中，这种工艺被广泛使用。”王

宁远说。

而根据目前专家初步判断，该系统

可能具有防洪、运输、灌溉等多方面综

合功能，与良渚遗址群及良渚古城的生

产与生活关系密切。

王宁远表示，天目山系是浙江省的

暴雨中心之一，雨水充沛，夏季极易形

成山洪，对地处下游平原的良渚遗址群

形成直接威胁。通过水利系统的高、低

两级水坝，可将大量的来水蓄留在山谷

和低地内，以解除洪水威胁。

此外 ，良 渚 时 期 轮 式 交 通 及 配 套

道路系统尚未形成，水运是最便捷的

运 输 方 式 。 通 过 筑 坝 蓄 水 形 成 的 库

容，可以形成连接多个山谷的水上交

通运输网。

意义重大
开启史前水利考古研究新领域

良渚古城水利系统的发现与确认，

意义重大。王宁远认为，良渚人兴建不

同类型的水利设施，表明他们已经具备

全流域的水环境规划和改造能力。水

利系统工程浩大，仅外围堤坝的总土方

量即达 260 万方。在距今 5000 年之前，

其规划视野之阔、技术水平之高、动员

能力之强令人刮目相看。大规模的水

利系统建设，涉及复杂的组织机构、人

员管理和社会动员能力，也为认识良渚

古国的管理机构和社会复杂化程度重

新开辟了重要的观察视角。

“ 中 国 水 利 史 通 常 认 为 始 于 距 今

4000 年前的大禹治水传说，而现存的水

利工程遗迹如都江堰、灵渠、白渠等均

早不过战国时期（公元前 475 年至公元

前 221 年）。距今 5000 年左右的良渚水

利系统的确认，是中国古代水利史研究

的重大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刘庆柱表示。

专家还认为，世界早期文明中，埃

及、两河流域以及印度河流域以小麦种

植为经济支柱，水利设施多以灌溉为主

要目的，以引水渠、水窖、池塘等形态为

主。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良渚文明是

东亚稻作文化进入国家形态的典型代表，

良渚古城水利系统以堤坝形式出现，带有

明显的防洪功能。东西方文明因为环境

和生业模式不同而呈现的差异性，在世界

文明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该水利系统在细节上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比如其建造、使用、废弃的过程

等，这就需要对遗址进行彻底发掘。”山东

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教授栾丰实建议。

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已成为全球

城市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世界

范围内，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

越来越认识到，他们有能力影响那些关

乎他们生活质量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

行。这一趋势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

也十分明显。大到对大同古城“恢复风

貌”的讨论、小到北京智珠寺保护与利用

的争论，远到对日本“明治工业遗产”申

遗的关注、近到利用社交媒体曝光所在

城市文物及历史建筑的不当拆建现象，

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而

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公共政策制定的

关键环节之一——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

编制过程更是被广泛关注。

“公众参与”由来已久

城乡规划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

策，其制定过程引入“公众参与”的思想

由来已久。早在英国《1947 年城乡规划

法案》中，就已赋予了公众人员发表意

见的权利。自 20世纪 60年代起，公众参

与成为西方城市规划制定的重要内容，

1969 年《斯凯芬顿报告》提出了保证公

众在制定初期就参与规划的一套方法，

但此时的公众参与更多强调的是公众

咨询，而不是公众积极参与决策。90 年

代，英国的规划师塞杰、英尼斯提出的

“沟通规划理论”以及“沟通行动”理论，

则进一步强调了应当将所有受环境变

化影响的群体纳入规划沟通范围，以提

升规划的有效性。

具体到文化遗产，其保护最初是为

了使人类共享的价值和具有突出普遍的

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事物能得到妥善

保护以传给后世。随着全球化进程和文

化遗产概念的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也开

始关注地方居民的情感、家园等共享价

值，力求在城市化进程与房地产开发大

潮中，保留每个地方的独特景观与文化。

200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

《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关注的

核心是，在城市人口激增和城市大规模

建设的背景下维持人类环境的质量，将

城市遗产保护目标和社会经济发展目

标相结合。由于认识到地方本身蕴含

着针对不同人群的丰富价值，所以提出

城市历史景观保护需要应用一系列适

应当地环境的手段，让各利益相关者参

与进来，并赋予他们权力，使得历史城

区不同层次的重要价值，各个社区的历

史、传统、价值观、需要和向往被揭示出

来 。 澳 大 利 亚 国 际 古 迹 遗 址 委 员 会

1979 年通过的“文化重要性地方保护宪

章”就强调“地方”与“文化意义”在认识

和保护文化遗产中的核心性。它把文

化遗产的认识标准还给“地方”，这对一

个地方或社区美学、历史、科学和社会

价值的认识和保存具有重要意义，成为

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层出发点。

公众参与存在被动化、形式化问题

我国《城乡规划法》明确规定：“城

乡规划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

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并采取

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

和公众的意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中也明确规定：“保护规划

报送审批前，保护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

应当广泛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和公众的

意见；必要时，可以举行听证。”

然而，虽然公众对于文化遗产保护

的热情日益高涨，但由于缺乏跨越专业

壁垒的桥梁，传统上在规划中后期通过

公示、意见征集、听证等方式进行的公

众参与，往往效果不甚理想，呈现被动

化、形式化等问题。

而且，城市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并非

静态、消极保护，往往与社区居民生活条

件改善、城市形象与功能提升等密切相

关，而过去多年来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

的欠账，导致目前的文化遗产保护需要

大量资金投入，土地资源的紧张又往往

使遗产保护与旧城改造等存在矛盾。文

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过程涉及的利益相

关方众多，价值观、诉求各异，如何界定

不同层次保护规划在编制过程中涉及的

“公众”范围，目前尚无明确规定。这使

得在追求政策效率优先时，规划编制组

织方常常会选择性地缩小公众参与的范

畴。而弱势群体的诉求往往会被过分放

大，导致忽视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合理诉

求。这常常使得规划在公众认可和可执

行性方面面临巨大挑战。因此，与居民

关系密切的保护规划应尤其注重强化

公众参与，引入包括以社区为主体的价

值认知、全过程的咨询会、不同利益相

关方的调解会等公众参与方法，使得规

划被更多利益相关方认可，更容易实施。

让公众能够真正参与遗产保护

所以，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的

过程中，要科学合理地界定利益相关方

的具体构成。例如，在福建晋江五店市

保护与改造项目中，清华同衡规划团队

在项目开始时即将居民、宗亲会等纳入

参与的“公众”范畴，通过文化遗产价值

宣讲、规划方案座谈等方式，改变了居

民、宗亲会对文化遗产保护片面理解为

宗祠、祖厝保护的理念，改变了部分产

权人视传统红砖大厝民居为破旧象征

的观念，同时，也对遗产价值评估、保护

要素认定等起到重要作用，提升了规划

方案以及项目的可实施性。

在参与形式方面，伴随着信息技术

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公

众参与的程度、频率、水平有了强有力

的技术支撑。例如，在云南独克宗古城

火灾后重建规划中，规划师运用微信公

众平台的后台开发，建立了微信服务平

台。这个微信平台上的灾前照片以及

档案收集活动得到了本地社群的积极

参与和支持。而对上传照片、信息的分

析，也为规划团队理解本地视角下的文

化内涵及其意义带来了新机会。

同时，近年来公众参与的主体中，

出现了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规划、

建筑方面的专业人士，他们能够克服专

业壁垒，将参与意愿转化为积极的参与

行动。比如福州文保志愿者组织的“福

州老建筑”团队，其负责人本身就是规

划专业的博士。

对规划师而言，也应加快从传统的技

术专家向具有专业能力的协调人角色的

转变。以北京大栅栏杨梅竹斜街为试

点的“大栅栏更新计划”就是这一转变

的典范。大栅栏更新计划是在对前门

大街改造反思的基础上，于 2010 年正式

启动的基于微循环改造的旧城有机更

新计划。在工作模式上，“大栅栏更新

计划”启动初期即建立了“大栅栏跨界

中心”，作为政府与市场对接，规划师、

建筑师、艺术家等合作的开放平台。规

划过程中，规划师并非调研后绘制若干

规划蓝图，而是共同研究居民腾退、平

移政策等措施，使得杨梅竹斜街的保护

在公众深度参与下，实现了文化遗产

保护、街区活化等目标。

本报讯 （驻河南记

者陈关超）在河南灵宝市

的秦函谷关与魏函谷关之

间，有一个古夹道，因其门

洞上方题有砖雕“函关夹

辅”，于是，人们称其为函

关夹辅（也称函谷夹辅）。

近日，记者发现，该处古迹

破败不堪，亟待保护。

据史料记载，函关夹

辅的主人为薛书常，清代

灵 宝 孟 村 人 ，咸 丰 二 年

（1852 年）中 进 士 。 函 关

夹 辅 是 薛 书 常 儿 子 ——

直 隶 州 知 州 薛 国 仁 于 清

光 绪 十 二 年（1886 年）在

家门口修建。1981 年，该

建 筑 被 公 布 为 县 级 文 保

单位，2000 年，它与太初

宫、崤函古道灵宝段等被

公布为河南省文保单位。

记者现场看到，夹辅分为两部

分，下面为过道式门洞，宽 2.39米，高

2.33 米。洞外上方有砖框，框内用砖

雕刻“函关夹辅”四字，洞后有“孟尝

逆旅”四字，洞外有“灵竹善在”四

字。门洞上面为二层木构建筑。据

悉，函关夹辅原来与孟村相连，由于

修建公路，村庄搬离后就剩该古建

筑孑然一身，保护也成了难题。比

如 2003 年，灵宝市文物部门就对其

进行整修，但是不到一个月，房顶的

构件等被偷走。

灵宝市文广新局文物科科长胡

小平表示，文物部门为了保护这处

古建筑也是费尽周折，一些重要的

房屋构件至今还锁在库房里，因为

担心被盗而不敢留在古建筑上。目

前，文保部门每月对古建筑进行巡

查，也与村干部签订了义务保护责

任书。下一步，文物部门与旅游部

门 预 计 将 其 与 函 谷 关 景 区 纳 为 一

体，通过合理利用进行保护。

因将土地出让给广东粤泰集

团用于房地产开发，位于安徽省淮

南市的安徽理工大学将要搬迁校

区，三座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老楼

可能会被拆除。连日来，不断有校

友、市民在网上呼吁，希望能把这

几 座 承 载 记 忆 的 老 楼 保 留 下 来 。

然而，当地相关部门却回复称，它

们不是“文物保护单位”，拆除是合

规的。

按照当地相关部门的逻辑，在

第 三 次 全 国 文 物 普 查 共 登 记 的

766722 处不可移动文物中，列入各

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不到一半，

而散落各地的还未普查出来的文

物 更 是 不 可 计 数 ，这 些 还 未 挂 上

“文物保护单位”牌子的文物，只要

遭遇“建设”，就可以合规拆除？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级、省级、

市级、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中，每年都会增补新的成员，各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的 申 报 、审 查 和 公

布，也是各级文物部门每年的重要

工作。也就是说，任何建筑都有成

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潜质。而相

关部门如此“言之凿凿”地否认其

与文物的关系，仓促要将其拆之，

就等于堵上了其成为“文物保护单

位”的通道。而这种做法如果成为

文化遗产保护的常规思维，那么，

在如今房地产开发的浪潮下，一旦

遭遇经济建设，有多少古建筑能够

“全身而退”？

何况，是不是文物保护单位，

并不能成为决定一处老建筑值不值

得保留的关键。即使它没有文物的

“官方身份”，也不如故宫等古建筑

的保存意义重大，但是每一个与其

有过交集的人，都在此经历过一段

人生，都凝结了各自的不少情感和

记忆。这些感情和记忆就赋予了它

独特的文化价值，比如安徽理工大

学的这三座老楼，其校友、市民的呼

声，即是对其文化价值的肯定。而

每一处老建筑的存在，以及每一份

蕴藏在其中的情感，都是公平的，都

值得被尊重。

具体到安徽理工大学的这三

座 老 楼 ，其 建 筑 、历 史 价 值 如 何 ？

对于其“处置”，有无充分征求和考

虑 过 校 友 、市 民 的 意 见 和 建 议 ？

如若确实不能保存，那么，多少代

校 友 挥 洒 在 这 里 的 青 春 ，及 其 承

载 的 情 感 和 记 忆 如 何 保 留 和 延

续 ？ 如 此 等 等 ，并 不 见 相 关 部 门

有 只 言 片 语 的 思 虑 和 交 代 ，只 是

在请出“不是文物保护单位”的令

牌后，不尊重其中蕴含的文化、不

考虑民众的情感，贸然要拆，殊不

知 历 史 痕 迹 一 旦 消 失 ，历 史 文 脉

一旦被斩断，再有类似“济南政府

欲复建拆除的老火车站”的追悔，

也悔之晚矣！

本报讯 （记者李佳霖）近日，北

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了北京市第五批

地下文物埋藏区。此批地下文物埋

藏区由北京市文物局、市规划委、市

规划设计院和市文物研究所划定。

这 12 处地下文物埋藏区包括：

金中都城址地下文物埋藏区(二期)，

朝阳区辛庄地下文物埋藏区，石景

山区金顶山地下文物埋藏区，房山

区岩上遗址地下文物埋藏区，房山

区南尚乐遗址地下文物埋藏区，顺

义区牛栏山地下文物埋藏区，大兴

区安定镇地下文物埋藏区，渔阳城

遗址地下文物埋藏区，平谷区马坊

地下文物埋藏区，密云区高各庄古

村落及墓葬埋藏区，延庆区水泉沟

冶铁遗址地下文物埋藏区，通州区

通州城遗址群地下文物埋藏区。

在此批地下文物埋藏区公布的

通知中，对这 12 处地下文物埋藏区

的位置、占地面积、范围以及文化内

涵进行了明确，比如金中都城址地

下文物埋藏区(二期)位于西城区西

南部、丰台区北部、海淀区东南部，

占地面积 2647.6 公顷。其东界为北

新华街、南新华街、虎坊路、北纬路、

太平街，南界为丽泽路、右安门西滨

河路、右安门东滨河路，西界为西三

环，北界为复兴门外大街、复兴门内

大 街 、西 长 安 街 ，其 文 化 内 涵 界 定

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该区域多次发

现辽金时期建筑遗址，还曾多次出

土汉唐时期文物，对研究辽代南京

城、金中都发展演变具有极其重要

的价值。

据悉，北京市第一批 9 处地下文

物埋藏区于1993年公布，之后相继公

布了第二批 10处、第三批 17处、第四

批 20处地下文物埋藏区。至此，北京

市地下文物埋藏区总数已达 68处。

函关夹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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